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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

事关乡村的良性发展，还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那么，如何构建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格局就成为了新

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地方的实践探索表明在构建治理有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进程中，

国家必须提供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坚持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原则和以德治为特色，来构建“三治融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从传统单一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三治融合”的判断与架构，契合中国乡村治

理的客观实际，有助于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找回乡村发展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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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

确定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和生活富裕”的 20 字总方针，作为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指南。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意在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

要求，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要

求。由此，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这一提法与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管理民主”相比，

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意在强调治理主体和治理方

式的多元，强调的是一种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

受。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时代，其治理的好坏不仅

关系着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还关系着整个国家

的和谐与稳定，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局。可以

说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治理的现

代化。因此，在新时代必须始终重视和加快推进乡

村治理能力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努力构建

适应新时期现代化治理需求的乡村治理体系。目前，

各地方政府已经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基层治理体制，并获得了相应的治理经验，“三治

融合”作为来自基层的典型治理经验已经得到了高

层的肯定，并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这更为未

来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由于中国城乡发展差距大，东部、中部和西

部不同区域的农村发展内部差异性也非常明显①，

这便决定了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与文化资

源；而且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乡村社会从封闭

不断走向开放，单一的治理手段已经无法应对差异

化和多元化的治理需求②，所以要不断推动乡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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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治

理需求。“三治融合”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治理框架，

在落地实践时还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内社会经济

和文化的差异性，做到因地制宜和特色创新，这也

意味着基层治理必须突破原来单一的管理路径，转

向多元治理的整体主义路径。如此一来，构建自治、

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就必

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尊重各地乡村的客观实际与农

民的真实诉求，充分挖掘各地特色的乡土文化资源，

以伦理道德为准则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实现社

会舆论与自我修养相结合的“软治理”，从而激发

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公共精神，以真正落实村民委

员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构建

起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展开分析，进而对“三治融合”的内涵与关系

进行阐释，以分析“三治融合”这一治理路径在促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时何以可为，及其在推

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时所具有的重

要意义。

二、 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其自

然也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能力两方面的现

代化，前者主要指乡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后者主要

指制度的执行能力，即执行这些政策和规则的人是

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素质。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乡村治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从目前的基层治理现状来

看，既有的乡村治理机制、体制和路径已经难以适

应社会快速转型的治理要求，并陷入了诸多治理困

境，影响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其面临的

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微观个体层面来讲，乡村人力资源大

量流失，造成乡村治理主体的缺失。乡村治理现在

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和乡村精英

等契合乡村治理需要的本土人才大量流失，进而导

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①。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核心

困境，一方面，表现为部分高素质和强能力的乡村

精英人才外流，漂泊于他乡的乡村精英人才回流农

村困难，导致村庄治理人才严重短缺。乡村精英和

乡村其他人口的大量流失，已经给乡村社会发展带

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三留守问题、村庄空心化

和产业虚弱化等，这使乡村陷入了“无人”治理

的窘境②；另一方面，本应该成为治理主体的乡村

留守人员，却因为参与能力有限或参与意愿不足

等，导致村庄公共事务无人问津，村民自治成为

空谈，甚至异化为村干部自治③。这种现象在欠发

达的农村地区已经不是个案，尤其是在中西部地

区的偏远农村更为普遍。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的村

民，自治能力较弱和参与不足，就为乡镇行政权

力干预村民自治提供了空间，但过度行政化却对

村民在自治中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不良影响，治理

主体缺位和外部力量的过度干预已经严重影响了

村民自治的效果。

第二，从中观层面来讲，软弱涣散的乡村基层

组织难以有效运转，消解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效果与

质量。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村庄治理主

体缺失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便是村庄基层组织的

软弱涣散，其中既包括基层党组织，又包括村民自

治组织和其他群众性组织。基层组织的软弱涣散带

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得不到及

时有效的贯彻落实，消解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与及

时性。主要表现为部分乡村干部不按村庄实际开

展工作，形式主义问题突出，自上而下的政策、

资金和资源因乡村组织无力承接而出现治理无效

的局面④。这一现状不仅不利于党加强对农村工作

的领导，还会造成农村居民向心力、凝聚力和认同

感下降，导致农村社会失序，进而影响基层治理的

效果，这样的组织现状显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

村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治理的要

①  胡红霞、包雯娟：《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重庆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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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能力有效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

③  侯宏伟、马培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体系下治理主体嵌入型共治机制的构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6 期。

④  胡红霞、包雯娟：《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重庆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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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然而，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这一目

标的实现不仅要有良好的顶层设计，还需要有强有

力的组织载体与执行人员。所以，在新时代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力度和创新基层组织体系不容忽视。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有必要加大对基层组

织的制度建设力度，提升基层组织的领导力和治理

能力，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回流农村，并激发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提升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才能

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第三，从宏观层面来讲，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的加剧，使得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现代

化的治理需求。首先，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治

理环境的快速变化，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不再是

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村庄居民

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力量①，治理模

式从强调单一的管理转向多元协同治理，服务对象

也由原来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其次，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

不断加快，乡村社会也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乡村

社会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换，人民

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日渐

增强②，多元复杂的社会现实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

的要求。最后，乡村社会结构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

迁、农村居民消费观念与思想观念的变化等③，也

影响了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使其难以适应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需求。加上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基

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依旧比较突出，政府的“强

治理”虽说是最直接的治理方式，但在有些领域却

未必一直有效，尤其是在解决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

时，国家的“强治理”往往可能与法律之间存在一

定的摩擦④。因此，在乡村社会，要想实现有效治理，

往往还需要借助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乡村本土人

才的力量。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际，

必须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制和机制改革，整合乡村

社会治理资源，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强有力的

制度建设，才能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以便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需求。

如上所述，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问

题与挑战，“三治融合”可以为解决当前的乡村

治理困境提供一个路径参考。“三治融合”的治

理路径来源于地方政府对基层实践经验的总结，

事实证明这种治理方式契合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

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如浙江的“枫桥经验”

和“桐乡经验”等都已证明这一路径的治理有效

性。在乡村治理资源相对匮乏和治理制度不健全

的地方，尤其是欠发达的偏远乡村地区，采用“三

治融合”的治理路径来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具有

重要意义。

三、“三治融合”：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

工作，健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这一提法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确认了“三治融

合”将成为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一个基本框架（如

图 1 所示，见下页）。 “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与

经验来源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和基层社会治理自主

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这种制度安排对促进

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且它符合中

国人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通过“三治融合”的路径来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

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选择。在整个乡村社会治理秩序中，“自治

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法治、德治分别是自治的原

则与特色，共同制约和规范着自治的运行”⑤。所以，

在设计乡村治理体制时要体现以自治为基础、以法

治为原则和以德治为特色，只有实现这三者之间的

有机协调，才能使自治有力、法治有序和德治有效，

进而构建起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①  张振华：《印第安纳学派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实践》，《武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年第 4 期。

②  薛刚：《“三治”融合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光明日报，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MRB20

    1501120112&DbName=CCND2015.

③  张翼：《乡村振兴重在治理有效》，光明日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8-10/23/nw.D110000gmrb_20181023_2-11.htm.

④  黄祖辉：《基于乡情，探索“治理有效”》，人民日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1/09/nw.D110

    000renmrb_20180109_1-20.htm.

⑤  张文显等：《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 ,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治理研究》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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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治融合”治理框架的各维度关系

（一）以自治为基础

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自治指的是治理

主体在合适的治理结构中依靠治理规则自主进行乡

村治理，这里的治理规则既包括正式规则，即法律

规范、政策规定等；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即村规民约、

群众性组织规则等在乡村约定俗成的治理规范。乡

村有效治理呼唤自发秩序的回归①，所以在“三治

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

最终都需要通过村民自治来执行，自治应该成为乡

村治理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当前基层治

理语境下的“村”，应该指的是行政村，而不是自

然村，在人民公社瓦解和取消农业税之后，行政村

逐渐演化为国家权力进入乡土社会的基本治理单元②。

近年来，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而是不断向农

村输送资源，在资源不断下乡的背景下，行政村的

汲取功能在制度定位上逐渐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

村庄的性质也因此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集体行动组

织逐渐演化为正式行政制度实践的一个内在组成部

分③。村庄成为乡镇政府行政实践中不可忽视的重

要社区参与力量，逐渐演变成基层社会治理不可忽

视的基本治理单元。此外，乡村社会既是矛盾与冲

突产生的重要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化解社会

矛盾的前沿阵地，乡村成为处理这些矛盾与冲突的

重要“场域”。这便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良好的乡村治理不仅有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还有助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由此可见乡村作

为基本治理单元的重要性。

其次，乡村是发挥基层民主的关键场所。村庄

既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也是农民政治生活

的关键场所，通过立法来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

实施，目的在于加强民主在基层的实践。“村民自

治的根本目的便是保证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是人民当家作主落

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最直接体现”④。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农村的生动

体现，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设计

意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基层群众进行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积极性，

以及参与村庄管理的主动性。因此，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背景下，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创造

平台与条件保障村民自治的有效实施，才能促进乡

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最后，乡村应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场所。

乡村虽然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更是村民享

受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但目前农村居民享受

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居民相比，还存在巨大差

距。因此，要想真正改变村庄的发展面貌，积极回

应农村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还必须回归村

民自治，以便更好地为村民提供基本公共物品或公

共服务。在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程中，

可以看到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将公共服务

重心下移，将乡镇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逐渐向

乡村延伸，并依托村民自治组织承接这部分服务职

能，以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目

前大部分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处于缺位状态，

这就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大力发展

村庄集体经济，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和财政分担机制，提高对农村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

的供给能力，满足村民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如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法律援助服务和农村老人照料

服务等。

（二）以法治为原则

法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上而下的“硬治

理”，无论是城市治理，还是乡村治理，无论是自治，

还是德治，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能超越

①  丁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自发秩序与乡村治理》，《东岳论丛》2018 年第 6 期。

②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②  印子：《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3 期。

③  陈文胜：《以“三治”完善乡村治理(新论)》，人民日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3/02/nw.D110000renmrb_20180302_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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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边界①，只有严格执行法治，才能从根本上

保障乡村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为构建良好的乡村

治理格局奠定基础。以法治为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层面：

首先，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

在这里，法治强调的不仅是对违反法律规范行为的

强制性惩罚，更强调通过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培养和

强化村民对规则的敬畏意识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大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必须依法依规进行，要在农村弘扬法治精神，推动

乡村逐步形成依法办事、遇事找法和依法维护合法

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必须不断对乡村治理

体系进行完善，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将全面依

法治国落到实处，才能确保乡村建设在法治的轨道

上平稳前行。

其次，村民自治和德治不能超越法律的边界。

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村

民自治是国家的基本民主政治制度，《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对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村民可依据

法律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并且可

以在村民内部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发挥基层民主，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德治作为一种

更具柔和性的内部治理规则，并不能完全限制治理

主体的行为。因此，乡村治理还需要一套具有强制

执行特征的外部规则——法治，来处理自治与德治

无法处理的事务，并对村庄治理主体的越界行为进

行约束和惩治③。总而言之，无论是自治，还是德治，

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边界，必须依法严格规范乡村治

理主体的行为，使其依法依规办事，不能产生越界

行为。

最后，提供公共服务是社会公民对法治政府的

基本要求。现代政府是建立在政治契约基础上的，

以追求公民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为公民提供

公共服务便是现代政府的逻辑起点④。但是，由于

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导致城乡发展差距大，

长期以来，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被忽视，造成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

务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严重影响了城乡区域的协调

发展，这是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管理中

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所致。所以，本文所强调的法

治原则，不仅指乡村治理的主体需要依照法律规范

行事，还指政府需要依法履行其职能，担负起对公

民的公共责任，认真履行政府的法定职能，努力促

进城乡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农村居

民对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不仅包括教育、

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还包括公共法律服务和公共

文化服务等。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应该

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搭建联村联户的公共

服务平台，才能进一步促进法治化政府建设和乡村

治理现代化。

   （三）以德治为特色

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辅助工具，因为道

德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比法律更宽泛⑤。同时，伴随

着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加快，乡村社会不断从封

闭走向开放，复杂的社会现实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法治建设在应对复杂的治理需求时固然

重要，但德治作为一种“软治理”，也可以通过发

挥文化的作用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⑥。以德治为特

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因地制宜和尊重传统，有效发挥文化在

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内的

乡村文化有所差异，各地都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

历史文化，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发达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的农村之间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所

以，乡村治理实践应在履行法治的基础上，正视中

国农村具有区域差异的事实，充分尊重和理解不同

地域的传统文化与村治惯习，找准各地的文化特色，

调动村庄的“文化精英”积极参与村庄治理，挖掘

村庄的本土文化资源，进而充分发挥文化在治理

中的积极作用，以更加合情合理的方式进行乡村

治理，融入道德的感化力量，真正将作为“软治理”

①  陈文胜：《以“三治”完善乡村治理 ( 新论 )》。

②  张文显等：《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 ,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③  侯宏伟、马培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体系下治理主体嵌入型共治机制的构建》。

④  吴业苗：《农村公共服务的角色界定 : 政府责任与边界》，《改革》2010 年第 6 期。

⑤  何阳、孙萍：《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2018 年第 6 期。

⑥  陈文胜：《以“三治”完善乡村治理(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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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治融进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这样才能更好

地发挥德治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功

能与作用。

第二，德治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可以保证乡

村治理的灵活性。自治和法治作为一种正式治理机

制，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是维护基层社会治理

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具有“硬治理”的特征。而德

治作为一种体现不同乡村文化特点的“软治理”，

是唯一可以依据不同乡村文化传统、舆论环境等进

行调整的治理方式，也是体现地方乡村治理特色的

方式。这也导致德治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不

同地域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乡村规范会有所差异，德

治便可以在遵循法治的前提下，利用这些文化元素

有效推进自治和法治，提高乡村治理的灵活性①。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呆

板、单调和不合理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与

质量，有助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

上文讨论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路径的基本

内涵，这一路径强调要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原则、

以德治为特色。需要注意的是，这三者之间不是相

互叠加的，也不是自成体系的，而是需要相互促进

和相互支持的。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能

割裂，只有将这三者深度融合在一起，并建立起三

者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机制，才能更好地彰显“三治

融合”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结    语

“三治融合”的治理路径来自于对实践经验的

总结与提升，是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探索出来的

宝贵经验，已被实践证明契合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

与现实，这一治理路径能够很好地适应地方治理的

新变化与新挑战，有效回应乡村社会的治理需求。

事实证明，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原则和以德治

为特色来建立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的现代乡村

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

局，才能保持乡村治理的活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这一治理机制能否

顺利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

起自治、法治和德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与对

话机制。这一关键问题不仅是当前提升和推广“三

治融合”治理路径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未来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主题之一。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程中，“三治融

合”不仅只是一种治理理念的倡导，更重要的是要

不断创新乡村治理的机制和体制，构建起自治、法

治和德治三者之间对话机制，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效

衔接，将这一治理理念真正融入到乡村治理实践中，

发挥它的真实功效。需要指出的是，在创新乡村治

理实践体制的过程中，要始终聚焦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和创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

这三个核心要素，尊重各地乡村建设的实际，因地

制宜，敢于创新，始终坚守法律，充分尊重不同区

域的客观情况和村民的真实意愿，如此一来，才能

找到乡村发展的自主性，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

正主体，最终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康发展。

①  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探索》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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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Main Papers

Three Urban Cultur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Essenc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On Manuel Castells’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of Urban Culture……………………………WEN Quan（2）

To examin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western urban culture in the radical context of Marx's social critical 
theory,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ManuelCastells to recognize the inherent symptoms of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system.For this purpose, he summed up three mainstream cultural forms that correspond to contemporary capital 
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patterns.This includes, firstly, elit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is co-produced by capital 
neoliberalism and technical bureaucracy, is the exclusive domination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order of 
mass communication; secondly, community isolation cultur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apital geography and the regional concentration of social wealth, fragmentary modification of urban planning pattern 
and individual spatial identity; Thirdly, the network virtual culture, which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echanism of 
capital knowledge updating and information media, weakens the purpose of urban social exper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Obviously, they are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dominant capitalist ideology in 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and its essence is the transfer of capital logic to its structural crisi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alienated social relations.This undoubtedly, reflects a basic fact that the so-called western urban culture 
is actually a spatial expression of capital value exploitation and political opp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Forces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 WU Qi-wen（3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force is different 
in historical stages of New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Rural surplus labor is "invisibly" 
unemployed. China's large-scale industri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opulation migrating to cities and employment transfer. The large number of urban population left over from the old 
China has resutted in tremendous pressure on urban employment.Under the strategic guidance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the supply of urban consumer goods and employment are greatly restricted,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full employ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mographic pressure has been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nto a demographic divide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China's economy 
has begun to transform into a capitaland technologyintensive medium and high-end industrial structure.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take the path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which requires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high employmentrate.

Autonomy,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 ZUO Ting & LI Zhuo（49）

Effective governance is the basi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qual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ut also reflects the lev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Therefore, how to build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pattern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that rural governance must respond to in the new era. Local practice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system of modern rural society, the state must provide 
organizational basi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stick to rule of law and with 
rule of virtue as the characteristics, to build a "three-in-one integ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ingle management to multipl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 judgment and structure of 
"three-in-one integr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which help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restore the autonomy of rural development.


